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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是中西方国家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

同，两者主要在技术操作层面存在区别：罢免案是通过议决的方式来决定，而弹劾案是通过准司法程序来审理。因

此，罢免制度同弹劾制度存在相互转化和借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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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概论 

    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内容。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即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要受人

民约束；民主政治还是一种制度安排，即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上述政治理念才能得以实现。这些制度主要为两项，即选举

制度与监督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有着经典的阐述：如果将代议制民主比作一部机器，选举权是机器的发动力，

监督权是机器的制动力，机器仅有发动力，没有制动力，就不完整，就不能被人们有效地利用于做功。代议民主制下，若人

民只有选举权，没有监督权，就好比人民对国家这台机器只能发动，不能制动，人民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机器及其官员。

① 在这里，孙中山先生强调了监督对于民主的重要意义，监督制度对于民主制度的不可或缺性。因此，要建设现代民主政

治，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必不可少。 

    通常说来，监督制度包括社会监督和国家监督。社会监督是指公民和社会群众组织、人民团体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法律和人民意志，侵害公民权利等行为实施的监督。国家监督是指在政治领域，国家权力对公民或国家权力相互之间

进行的横向或纵向的监督活动。“没有权力作监督的后盾，监督就会丧失权威性、约束力和强制性，此种监督只能是软弱无

力的。”② 因而，对于监督的概念，人们一般取狭义的理解，仅指国家监督。具体来说，国家监督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和专门机关等的监督。在国家监督中，议会监督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监督。立法权和监督权是议会最重要的两项

权力。从历史渊源来看，监督权是议会具有的比立法权更古老的权力。因为在早期议会产生的时候，其职权是从监督政府财

政开始的。③ 严密监督政府的每项工作，并对所见到的一切进行议论，乃是代议机构的天职。④ 监督权是各国代议机构普

遍具有的一项权力。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代议机构监督制度体系中，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又是最具有震慑力的。因为代议机

构的其他监督权，如质询、听证等，主要为对事的监督；而罢免和弹劾，则主要为对人的监督，具有更大的惩罚性，更具有

约束力和强制性。因此，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罢免或弹劾制度的有效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二、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之比较 

    罢免制度与弹劾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其共同的核心内容是追究特定违法或失职官员责任并剥夺其职务的手段。

因而，弹劾制度与罢免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两者都是国家监督制度的一部分。弹劾制度与罢免制度的主要区

别在于制度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不同。具体而言，二者的区别为：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罢免与选举具有密切联系，有学者认为，罢免权是“选举权的一种延伸形态或展开形态”。⑤ 



民主宪政要求人民的代表要由人民选举产生；另一方面，选举出的代表的行为又要体现人民意志。如果选举出的代表的行为

不能体现人民意志，那么，人民就要有必要的救济手段。否则，选举就没有任何意义。罢免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救济手段。

在最初，罢免权是直接由人民来行使。后来，代议制度的发展，开始由人民的代表机关来代表人民行使罢免权。但是，由选

民直接行使罢免权的机制依然被保存。罢免作为一种直接民主形式逐渐演变为一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的混合形态。

因而，可以这样认为，罢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理论，弹劾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具体而言，权力

分立是弹劾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弹劾制度的实质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进行的一种监督制度。同时，为防止立

法机关弹劾权的滥用，又对弹劾权进行了诸多限制。在美国制宪会议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争论，认为将弹劾权赋予国会是

否使国会掌握了过多的权力，从而影响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平衡。为了防止国会权力的专横，宪法对国会的弹

劾权进行了较多限制。一是将弹劾权在参、众两院进行了分配，使参、众两院在弹劾权的行使上形成制约；二是对可弹劾的

行为和弹劾程序进行严格限制。弹劾制度是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正如有学者所认为，弹劾制度是西方宪政国

家置“分权和制衡”理论于政治实践的有益尝试和典范。⑥  

    其次，两者决议的程序不同。罢免制度是民主制度发展的产物，是人民主权的体现。罢免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

方式，如人民对人民代表或人民代表对国家官员的监督，因此，在罢免程序的设计中，往往对罢免主体权力的行使限制较

少。罢免是由罢免主体通过议决的方式来确定的，罢免主体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弹劾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权力分立和制

衡，弹劾体现的是一种平行的监督，是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一般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监督。因此，弹劾要

求比罢免更严格的程序。弹劾是由弹劾主体通过准司法程序的审理方式来确定的。正如台湾学者陈志华教授所指出：“弹劾

有如司法权的发动程序，具有司法性质，与国民大会之罢免权具有政治性质不同。”⑦ 弹劾程序的准司法性质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方面： 

    一是弹劾案的提出机关和审理机关分别设置。一般说来，两方国家弹劾案的提出机关是议会的下院，审理机关是议会的

上院。有些国家规定，由国民大会提出弹劾案，宪法法院审理弹劾案。有些国家则成立两个专门机构分别作为弹劾案的提出

机关和审理机关。尽管各个国家模式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弹劾案的提出机关和审理机关分别设置。这相当于司法

审判中的审诉分离，如我国的刑事诉讼，由检察机关提出控诉，由法院进行审理判决。 

    二是在形式上，弹劾案的提出必须要有正式的书面文件，如同民事、刑事案件起诉必须要有起诉书；弹劾案审理后也必

须要有判决书。弹劾制度形式上的严格要求，虽然并不具备实质上的意义，但却表明了弹劾的严谨和庄严。 

    三是弹劾案的审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可以聘请律师，在弹劾案的审理过程中，可以对证据提出

质证，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辩论。特别在美国弹劾制度中，存在大陪审团、传票、作证等，这和司法案件的审理程序具有很

大程度的相似性。准司法程序在弹劾制度中的应用，实际上是弹劾同不信任投票、罢免的根本区别。弹劾制度严格的程序设

置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对于防止弹劾权的滥用，防止其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侵害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罢免和弹劾制度之区别还体现在两者所针对的对象等方面。弹劾所针对的往往是国家中极其重要的官员，如总

统、副总统等，而罢免的对象一般没有明确的限制，包括所有的国家官员，也包括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 

    三、全国人大罢免制度运行障碍分析 

    虽然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全国人大的罢免权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还没有真正行使过一次这样的权力。如

果一项制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实际运行过，那么我们在思考该制度赖以存在的环境的同时，还需要反思该制度本身。

“过于强调人大行使监督权的依据而忽视了人大制度本身的变革，难以揭示出人大制度变革以及具体职权有效行使背后的因

素。”⑧ 对于全国人大罢免制度的研究同样需要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罢免制度的法律规范，更要注重于罢免制度在实践

中的运行情况。全国人大罢免制度运行障碍的主要原因为： 

    首先，全国人大罢免制度缺乏有效的启动机制。有效的监督要求监督者既要有监督能力，又要有监督动力。前者是监督

者能监督的问题，后者是监督者想监督的问题。前者只是涉及到监督制度实施得好不好的问题，后者却是涉及到监督制度是

否能启动的问题。西方弹劾制度将弹劾机关分为两部分，即弹劾案的提出机关和弹劾案的审理机关。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

弹劾制度的启动问题。当然，这里也包括政党竞争与新闻自由所贡献的力量。罢免制度的启动是由人大代表来启动的，人大

代表提出罢免案是一种职业道德义务，显然，在驱动罢免案的内在动力上与弹劾案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另外，罢免所针对

的对象往往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从利害关系上考量，代表提出罢免案也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再一方面，“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要启动罢免制度，建立完善的人大代表的调查制度是前提。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罢免案的启动较为艰

难。 

    其次，全国人大罢免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虽然全国人大罢免制度对于罢免的主体、罢免的对象都有明确规定，但是，对

于罢免的理由却没有规定。1989年，湖南省人大罢免副省长杨汇泉时，曾因罢免理由的不确定而提请全国人大解答。全国人



大认为，罢免并不要求特别的理由，是否罢免完全根据代表对事情所作的判断决定。全国人大的罢免制度所针对的对象都是

国家高级官员，显然，对他们的罢免案要慎之又慎，因为他们往往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代表们

就很难把握罢免的理由。西方国家的弹劾制度一般都严格限制弹劾的理由。如法国，弹劾的理由只为叛国罪。 

    再次，全国人大的权威性需要加强。监督主体必须具有权威，监督对象不能凌驾于监督主体之上，否则，这种监督就不

是有效的监督。虽然在法律效力上，全国人大在我国具有最高法律地位与权威。但是，在实践中，全国人大的权威还需要加

强。监督制度的运行是一个发现事实与适用法律的过程，实质意义上是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之间博弈的过程。只有依靠罢免

主体在实现中具有的极大权威，才可能推动罢免制度的有效运行。 

    四、完善全国人大罢免制度的路径选择 

    完善全国人大的罢免制度，我们需要在大胆吸收西方弹劾制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基于中国宪政的现行制度，进行适

应性改造，批判性地吸收。只有这样，建构的新制度才会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在借鉴弹劾制度的基础上，本文为完善全国人

大的罢免制度构想了一基本思路。 

    首先，明确定位，建立人民代表制度下的弹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

基本形式，我们必须予以坚持。为保证国家机构始终以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宗旨，始终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为目标，我

们必须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关。全部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其权力，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

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充分体现，既保证了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明确划分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

权、检察权，兼顾了民主和效率，使国家机关分工又合作，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显然，以三权分立和制衡为理论模式的弹

劾制度不适合于我国的国情。但是，我们并不反对“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权力划分和不同权力执掌主体的相互配合与监

督”。⑨ 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建立专门弹劾机关，行使弹劾权，从而对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进行监督是可

行的，也是为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所必需的。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必须确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建

立弹劾制度的基本定位。 

    其次，转化全国人大的罢免制度。全国人大的罢免制度同西方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制度和弹劾制度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不信任投票制度和弹劾制度从目前看来，都还运转尚好，但为何我国全国人大的罢免制度却还存在不少问题呢？主要原因就

是全国人大的罢免制度可操作性差。虽然法律详细规定了罢免的表决程序，但没有规定罢免前的调查等程序，罢免很难启

动；另一方面，监督者必须具有权威，就单个的人大代表而言，没有能力与罢免对象进行对抗，实际上也就造成了他们不敢

监督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增设权威性启动机构，赋予其一定的调查权。当独立性的罢免提出机构建立的时候，审诉分离

的弹劾模式得以建构，罢免制度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转化为弹劾制度最为重要的一步。 

    再次，制度整合，建立具有生命力的弹劾制度。宪政制度是一个复杂体系，弹劾制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必须和其他

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才可能生存，进而发挥其效力。因此，我们在弹劾制度建构时，需要精心设计，仔细求证。既

要考虑弹劾制度同其他监督制度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建立一个疏而不漏、重点监督和一般监督相补充、横向监督与纵向监督

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又要充分考虑弹劾制度与其他宪政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和谐，使之与其他制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和相互

促进，从而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宪政运行体系。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有关人民主权、选举制度、行政首长负责

制度等与弹劾权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强固理论”，⑩ 从而以该理论为指导，建构中国的弹劾制度。只有这样，弹劾制度

与其他宪政制度才能得以很好整合，建立的弹劾制度才具有生命力。 

    注释： 

    ①蔡定剑：《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 

    ②[美]威尔逊：《国会政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4页。 

    ③蔡定剑：《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④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⑤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⑥胡肖华：《论西方宪政中的弹劾制》，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⑦陈志华：《中华民国宪法》，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94页。 

    ⑧陈家刚：《人大监督的制度与实践》，载《人大研究》2005年第4期，第22页。 

    ⑨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⑩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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